 一、南戏产生的时间考 
　　南戏产生的时间，前人有不同的记载。在前人的文献中，明确记载南戏产生时间的有两处： 
　　1、明徐渭《南词叙录》： 
　　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故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之句。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 
　　2、明祝允明《猥谈》： 
　　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余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 
　　在这两则记载中，提出了三个时间：一是宣和（1119—1125）之后，南渡（1127）之际；二是宋光宗朝（1190—1194）；三是宣和年间已滥觞。那么这三种说法哪一种比较符合实际呢？也就是说南戏到底产生于何时？从以上这两则记载来看，祝允明因亲眼看到过赵闳夫禁演南戏的榜文，因此，其说较为可信，然而他将赵闳夫榜禁南戏的时代作为南戏的产生年代，这一结论显然是错误的。据《宋史·宗室世系表》载，赵闳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兄弟赵廷美的八世孙，与宋光宗赵淳是弟兄，故赵闳夫榜禁南戏的时间确在宋光宗朝。而这说明，南戏在宋光宗朝就已经流传到了临安（今杭州），并遭到了统治者的禁演。但南戏的产生必在赵闳夫榜禁南戏以前，它从产生地温州一带流传到临安所需的时间，肯定不止一两年。因此，南戏的产生必在宋光宗朝以前。 
　　而且，在前人的记载中，已多处提到南宋时南戏在江西、杭州等地流传的情形，如： 
　　1、宋末刘埙《水云村稿·词人吴用章传》： 
　　吴用章，名康，南丰人。生宋绍兴间。敏博逸群,……试不利，乃留情乐府以舒愤郁。当是时，去南渡未远，汴都正音、教坊遗曲犹流播江南。……至咸淳，永嘉戏曲出，泼少年化之而后淫哇盛，正音歇，然州里遗老犹歌用章词不置也，其苦心盖无负矣。  
　　2、元代刘一清《钱塘遗事》卷六载： 
      湖山歌舞，沉酣百年。贾似道少时，佻达尤甚。自入相后，犹微服闲行，或饮于伎家。至戊辰、己巳间（1268—1269），《王焕》戏文盛行都下，始自太学有黄可道者为之。一仓官诸妾见之，至于群奔。遂以言去。 
　　3、元周德清《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也谓： 
　　南宋都杭，吴兴与切邻，故其戏文如《乐昌分镜》等类，皆如约韵。 
　　从以上这三则记载可见，南戏在南宋时，不仅早已产生，而且已经从其产生地温州一带传入江西、杭州等地，而且当它流传到了吴用章的家乡江西南丰后，已经过“泼少年化之”，即与当地的方言土语、民间小调结合起来演唱，这期间必定需要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因此，南戏产生的时间当在“南宋都杭”之前的北宋时期。 
　　《张协状元》是现存最早的南戏剧本，从该剧提及的宋代的历史人物、名物制度及引用宋人的作品中的成句来看，当作于北宋末年。这是因为在剧中所提及的宋代的历史人物、名物制度及引用宋人的著作中的成句中，皆为北宋的历史人物、名物制度和著作，尚无南宋的历史人物、名物制度和著作。如剧中所提到的历史人物中，有北宋时人，而无南宋时人。如王德用（980—1058），《宋史》附《王超传》。剧中称其为“黑王”，又作“赫王”，如第十三出贴（王胜花）云：“奴家爹爹王德用，身为宰执，名号黑王。……家父当朝号赫王，几番宣唤也宫妆。”因其脸色深黑如墨，故有此称。如《石林燕语》卷七载：“王武恭公德用，貌奇伟，色如深墨，当时谓之黑王相公。”又如第四十八出有柳永出场，王德用到了梓州后，属下前来参见。净扮柳永上场，丑（王德用）云：“吏人，这官人曾做三百单八只词，博得个屯田员外郎。”净云：“耆卿也吟得诗，做得词，超得烘儿，品得乐器，射得弩，踢得气球。”柳永（987—约1053），字耆卿，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精通音律，以词著名。剧中所写，正与史实相符。另在第一出提到了邵雍（1011-—1077），第二十七出提到了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第四十八出提到了陈抟（？—989）,这四人也皆为北宋时人。 
　　在提及的名物制度中，也皆为北宋的名物制度，而无南宋的的名物制度。如剧中提到了北宋王安石的保甲法，第十二出丑云：“好也！保甲，打老公！老婆打老公！”第二十八出丑云：“保正衙前下状！”保甲法自宋神宗时由王安石推行以后，至南宋便逐渐废驰。再如剧中王德用为报复张协，出判梓州路，梓州路为北宋的建置，宣和元年（1118）改为潼州府路，南宋则为潼川府。又如第二十一出丑云：“你做道士，便做知宫。”知宫，道观的主持，即知宫观事的简称，而这一称呼始于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如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载：“政和三年六月御笔，天下道士不得称宫主、观主，并改作知宫观事。” 
　　以前许多学者都以为《张协状元》第一出副末开场【满庭芳】词所说的“教坊格范，绯绿可仝声”中的“绯绿”一词，是指南宋临安（今杭州）的表演杂剧的组织绯绿社。在南宋时期，临安确有绯绿社这一演剧组织，以表演杂剧著称。如《都城纪胜》“社会”条载：“豪贵绯绿清音乐，此社风流最胜。”又《武林旧事》卷三“社会”条也载：“二月八日为桐川张王生辰，霍山行宫朝拜极盛，百戏竞集，如绯绿社杂剧。”明田艺蘅《留青日杂》也云：“宋之百戏，皆以社名，如杂剧曰绯绿社。”但《张协状元》【满庭芳】词所提及的“绯绿”一词，并不是《都城纪胜》与《武林旧事》所记载的以表演杂剧著名的绯绿社，而是指宫廷教坊中身着绯、绿颜色服饰的艺人。在宋代，宫廷教坊中的艺人多着紫、绯、绿等颜色的宽衫，如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三“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赐宴”条谓教坊在搬演杂剧时，教坊“诸杂剧色皆诨裹，各服本色紫、绯、绿宽衫，义襕，镀金带”。又卷二十“妓乐”条也载：教坊“其诸部诸色，分服紫、绯、绿三色宽衫”。既然前面已提及“教坊格范”，故这里所说的“绯绿”也应是身着绯、绿色宽衫的教坊艺人，意谓自己的是按宫廷教坊演出的方式表演的，表演技艺与教坊艺人相媲美。因此，【满庭芳】词所说的“教坊格范，绯绿可仝声”中的“绯绿”一词，也不是专指南宋时期的名物。 
　　剧中引用宋人的著作中的成句，也只有北宋人的著作，而无南宋人的著作。如第二出外云：“康节先生（邵雍）说得好：‘断以决疑不可缓。’”再如第五十一出下场诗引用了北宋词人晏几道《小山词》【鹧鸪天】词中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罢桃花扇底风”两句。又如剧中引用了《神童诗》中“世上万般俱下品，思量惟有读书高”（第一出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第二十五出白）、“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第二十七出白）等诗句。《神童诗》是北宋汪洙所作，汪洙，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进士，官至观文殿大学士。 
　　以前有些学者以为第二十三出旦（贫女）在唱完【福清歌】所念的“村前村北梧桐角，山后山前白菜花”两句白，是引用了南宋诗人曹豳《题括苍冯公岭二首》中的诗句。而这也是《张协状元》产生于南宋中叶说的重要依据。曹豳的《题括苍冯公岭二首》收录在《梅磵诗话》、《东瓯诗存》中，其二云：


　　村南村北梧桐树，山后山前白菜花； 
　　莫向杜鹃啼处任，楚乡寒食客思家。


　　首二句与《张协状元》的念白除“角”与“树”一字有异外，其余全同。因此，有的学者便认为《张协状元》的念白是引自曹豳的诗。[2]曹豳，字西土，一字潜夫，温州瑞安人，生于乾道六年（1120），卒于淳祐九年（1249）。嘉泰二年（1202）进士，官至宝谟阁待制。既然《张协状元》引用了曹豳的诗句，这也就证明其产生年代必在曹豳生活的乾道、嘉泰年间，即南宋中期。其实《张协状元》的两句白与曹豳《题括苍冯公岭二首》中的诗句不存在引用与被引用的关系，《张协状元》的两句白是指吹梧桐角的民间风俗，而曹豳《题括苍冯公岭二首》中的诗句则是指村庄四周栽满梧桐树这一自然景色。吹梧桐角是温州及浙江东南一带的民间风俗，而且前人也写有与《张协状元》的白相同的诗句来咏叙这一风俗，如明王圻《三才图会》卷三“乐器”条载：“今浙东诸乡农家儿童，以春月卷梧桐为角吹之，声遍田野。前人有‘村前村北梧桐角，山后山前白菜花’之句，状时景也。”  
　　一般说来，剧作家在剧作中所提及的真实人物、名物制度及所引用的前人作品中的成句，必定是自己所熟悉的，而且，早期南戏作者为吸引观众，在剧作中多用一些一般民众都知道的真人之名，然后加以虚构敷衍，借用这些历史人物在民众中的影响，以吸引观众的观赏兴趣，如《荆钗记》中的王十朋、《白兔记》中的刘知远、《琵琶记》中的蔡伯喈等。《张协状元》提及了这么多北宋的历史人物、名物制度及引用了北宋人的作品中的成句，显然，剧作者必定是北宋人，熟悉北宋的历史人物、名物制度及北宋人的作品，这也说明，《张协状元》的产生于北宋时期。但考虑到剧中已出现了“知宫”这一始于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的名称，其产生的时间当在北宋末年。既然在北宋末年就产生了像《张协状元》这样规模的南戏剧作，那么南戏的产生年代必在北宋中叶。 
  
  
　　二、南戏产生于温州及其原因考 
　　关于南戏的产生地点，目前学术界尚有不同的说法，除产生于温州说之外，也有人认为起源于福建、潮州，或多点同时形成。如刘念兹先生在《南戏新证》中指出：“南戏的产生地点，以前研究南戏的人大都认为是在温州，这有根据的，然而不全面。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及解放后古老剧种的发掘、调查，我们认为南戏是在闽浙两省沿海一带同时出现，而相互影响，产生的地点具体来说是在温州、杭州以及福建的莆田、仙游、泉州等地。”在学术研究中，要考证和确定某一种事物的起源，也像考证和确定某一部作品的作者一样，必须找到距离该事物或该作品产生最近的有关记载，而检验前人的有关记载，形成于温州的记载，自宋末至明代，共有8条，除了前引的宋末刘埙《水云村稿·词人吴用章传》、明徐渭《南词叙录》、祝允明《猥谈》中已提及产生地为温州的3条外，尚有5条： 
　　1、宋末周密《癸辛杂志·别集》“祖杰”条载： 
　　温州乐清县僧祖杰，自号斗崖，杨髡之党也。无义之财极丰，遂结托此人，住永嘉之江心寺。……本州总管者，与之至密，托其访寻美人。杰既得之，以其有色，遂留而蓄之。……州县皆受其赂，莫敢谁何。有印僧录者，……遂挺身出告，……其事虽得其情，已行申省，而受其赂者，尚玩视不忍行。旁观不平，惟恐其漏网也，乃撰为戏文，以广其事。后众口难掩，遂毙之于狱。越五日而赦至。 
　　（周密生于宋理宗绍定三年（１２３１），卒于元大德五年（１３０１）） 
　　2、元叶子奇《草木子》载： 
　　俳优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 
    3、《怀星堂集·重刻中原音韵序》卷二十四： 
　　不幸又有南宋温浙戏文之调，殆禽噪耳，其调果在何处！  
　　4、《张协状元》： 
       第一出【满庭芳】词：《状元张叶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书会，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 
　　第二出【烛影摇红】曲：九山书会，近目翻腾，别是风味。 
　　5、明成化本《白兔记》第一出： 
　　这本传奇亏了谁？亏了永嘉书会才人，在词灯窗之下，磨得墨浓，蘸得笔饱，编成此一本上等孝义故事。 
　　在以上的这些文献中，不仅明确记载或指出了南戏产生于温州，最早的南戏作品出于温州人之手，而且将南戏称之为 “温州杂剧”、“永嘉杂剧”、“永嘉戏曲”等，通常以某一地名命名的事物，便是产生于该地，既然在前人的记载中都称南戏为“温州杂剧”、“永嘉杂剧”或“永嘉戏曲”，以温州或永嘉的地名来命名南戏，而不是以福建或泉州、潮州等地名来命名，可见南戏最初的产生地是在温州。 
　　而且，有关南戏产生于福建以及其他地方的记载，至今尚无发现。虽然现在福建、潮州等地的地方戏曲中保存着大量的南戏剧目或曲调，但也不能据此作为南戏形成于这些地方的证据，因为这些地区的地方戏中所保存的南戏剧目或曲调，是南戏在温州产生后，在流传过程中，流传到那些地区沉积下来的结果。一般说来，在交通相对闭塞、经济较落后的地区，沉积的传统文化较多，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些传统文化产生于当地，而是外地流传到该地后沉积下来了。反之，在交通便利、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人口流动频繁，传统文化不易沉积，但不能因为当年在这里产生的艺术现已失传，而否认其产生于此的事实。在今天的温州，虽然已找不到与南戏直接有关的声腔或曲调，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南戏曾在这里产生的事实。 
　　显然，主张福建说或潮州说，其考证方法不科学，不严谨，将流误作源。如果将流作源来论证南戏的产生地的话，那么作为南戏四大唱腔之一的昆山腔，不仅保存着大量南戏的曲调，而且有许多剧目是承南戏而来的，是否可以说昆山也是南戏的发源地呢？ 
　　南戏之所以能在温州产生，而不是在泉州、潮州或其他地方首先产生，这是因为当时的温州具备形成南戏的特定的人文条件。这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条件是两宋时期温州的商品经济发达。温州地处东南沿海，是宋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朝廷在温州设有市舶司，对外贸易的发达，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如《梦粱录》载：“若商贾，止到台、温、泉、福买卖。”当时温州的造船业已具相当的规模，“至道末（997），温州岁造船百二十五”，“政和四年（1114）八月十九日，两浙路转运司奏明州合打额船，并就温州年合打六百只”。（《宋会要辑稿·食货》）又“铸造铜器尤盛”，东瓯窑的青瓷“精密坚致”，漆器也是“全国第一”。（李弥逊《筠溪集》）工商业的发达，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如北宋诗人杨蟠的《咏永嘉》诗十分形象地描绘了当时温州的繁荣景象：“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为棋局分街陌，山似屏帷绕画楼。是处有花迎我笑，何时无月逐人游。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清光绪《永嘉县志》卷三五《艺文·诗外编》）城市的经济繁荣，一是为戏曲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二是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聚集，形成了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造就了大量的观众群，出现了包括戏曲在内的各种表演艺术的买方市场，也吸引了各地的民间艺人带着自己所专长的技艺汇集到温州，而南戏便是在各种表演技艺的盛行和交流中逐渐成熟并昌盛的。另外，会赚钱是温州人的传统，而且挖掘“第一桶金”的本领很强，即善于开创新的赚钱方式，南戏便是当时的温州人所寻找到的一种新的赚钱方式。 
　　第二个条件是温州离大都市较远，相对于大城市来说，这里上层文人的势力较弱。戏曲的形成固然有赖于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市民阶层的兴起，故在农村及一些小城镇，由于城市经济的不繁荣，不可能形成戏曲。反之，光有繁荣的商品经济还不能形成戏曲，在大城市，虽然城市经济繁荣，但由于文人学士、官僚士大夫汇集于此，而这文人学士必然会排斥来自民间的戏曲，故也不可能在大城市中形成。如南戏为什么不能在杭州形成？杭州的城市经济肯定比温州要繁荣，但戏曲的形成还必须具有一个条件，即在这个城市中，上层文人的势力不大，因为商人通常没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因此，他们对于粗俗的民间娱乐形式不仅不加以排斥，反而喜闻乐见，而这些民间艺术多以娱人为主，且形式贴近平民百姓，无论是所表演的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适合作为市民阶层的商人的审美情趣。如清代中叶花部诸腔戏之所以兴起，主要是得力于商人，首先是扬州的盐商，其次是徽商。而上层文人对于来自民间的艺术一开始总是采取排斥的态度，如明徐渭《南词叙录》云：“南戏虽作者猬兴，语多鄙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题咏也”，故“士夫罕有留意者”。如在历代文人所编撰的温州府、县志及温州籍文人的诗文集中，找不到任何有关南戏的记载或论述。 
  
　　直到明代，一些正统文人对于来自民间的南戏仍是横加指斥，如祝允明《猥谈》云：       
    数十年来，所谓南戏盛行，更为无端，于是声音大乱，……盖已略无音律、腔调。愚人蠢工，徇意更变，妄名“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之类。变易喉舌,趁逐抑扬，杜撰百端，真胡说也。若以被之管弦，必至失笑。 
  
　　他用“猥”琐卑俗的语气，来“谈”论南戏的流行情形。另外，他在《怀星 
　　堂集·重刻中原音韵序》中也对南戏加以了攻击，曰： 
       不幸又有南宋温浙戏文之调，殆禽噪耳，其调果在何处！（《怀星堂集·重刻中原音韵序》卷二十四） 
　　如明代成化年间丘浚在《五伦记》卷首副末开场的【临江仙】词中云：“每见世人搬杂剧，无端诬赖前贤。伯喈负屈十朋冤。九原如可作，怒气定冲天。” 
  
　　因此，若是上层文人的势力强盛，来自民间的艺术形式必定要受到排斥。而且，由于民间戏曲在内容上多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愿望和要求，因此，也会受到统治者的干涉，甚至加以禁演，如宋光宗时的赵闳夫榜禁南戏。而作为离大都市较远的温州，天高皇帝远，即使出现了像《祖杰》这样揭露和抨击社会黑暗的南戏，也不会遭到禁演，甚至官府还屈从南戏艺人的压力，将欺压百姓的恶僧祖杰毙之于狱。再如温州人所作的两部抨击书生负心的《王魁》与《赵贞女蔡二郎》，在温州并没有遭到禁演，只是流传到了杭州后才遭到赵闳夫的榜禁。 
　　显然，正是由于温州具有城市经济的繁荣与上层文人势力相对较弱这两个特定的人文条件，使得南戏能在温州首先形成。 
  
　　三、南戏的来源考 
　　宋杂剧与叙事文学的结合：宋杂剧以插科打诨、滑稽调笑为主，多演时事，而在当时，说话、诸宫调、唱赚等说唱技艺以敷演长篇故事为主，而且这些技艺所复演的故事为广大下层民众所喜闻乐见。因此，当时一些艺人为了赚钱，便将宋杂剧与说唱技艺结合起来，即以宋杂剧的表演形式，来表现说唱技艺所敷演的故事。正因为此，在早期的一些南戏作品中，无论在艺术体制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存留着说唱技艺的痕迹。如： 
　　说唱技艺的痕迹：如第四出末上白： 
　　南人不梦驼，北人不梦象。若论夜间底梦，皆从自己心生。那张介元教请过员梦先生。兀底一间小屋，四扇旧门。青布帘大写着“员梦如神”，纸招子特书个“听声揣骨”。且待男女叫一声：先生在？（丑在内应）谁谁？ 
　　第九出： 
       （生上白）一阵风来一阵沙，千山万里没人家。可怜回首乡关路，极目阴阴天一涯。上山下山山复上，古木森森迷叠嶂。山阴经月雪难消，恰值今宵雪又降。前山高处有人烟，喜得今宵一夜眠。 
      （丑作强人出、伏在地上）（生白）怪风一阵，有如裂帛之声。唯！猛兽业畜，不得无礼！ 
  
  
　　关于南戏的来源，早在明代,王世贞、王骥德、吕天成、沈宠绥等人就提出了南戏源自北曲杂剧说。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在谈到戏曲的起源与发展时指出,曲起源于词, “词不快北耳而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有南曲”。王骥德《曲律·论曲源》也谓,曲乃词之变,“入元而益漫衍其制,栉调比声,北曲遂擅盛一代”。但由于北曲“未免滞于弦索,且多染胡语, 其声噍以杀,南人不习,迨季世入我明,又变而为南曲”。 
　　近年来,随着南戏的产生年代问题的确定,即一般都认为早于北曲杂剧,因此,学术界在探讨和论述南戏的起源问题时,便把南戏的渊源从北曲杂剧转移到了其他民间技艺上,而多把温州一带的民间歌舞说成是南戏的直接渊源,是产生南戏的母体。如最具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就集中表明了这一观点。它在解释“宋元南戏”这一条目时指出：南戏“萌芽于南方民间的‘村坊小曲 ’,初为歌舞小戏”。又释“南曲”条云:“最初是从浙江温州一带的民间歌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外,由张庚、郭汉城两先生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在论述南戏的起源时也谓南戏“不是从传统的宋杂剧中发展出来,而是从当时、当地的民间歌舞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学者们在论述南戏的起源时,多着眼于对温州一带的歌舞艺术的论述, 谓其如何繁荣,以致能发展成为南戏。我们认为,把南戏的直接渊源归之于民间歌舞,这虽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歌舞艺术是我国古代戏曲的主要表演手段,无论是南戏,还是北曲杂剧,其产生都与歌舞艺术有关。但民间的歌舞艺术并非在北宋时才产生、才繁荣的,而且在当时也并非温州一带才有歌舞艺术,据史籍记载,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产生了歌舞艺术,到唐代就已十分繁荣,表演技艺也相当高超了,但为什么不能在原始社会、在唐代产生南戏,而要到北宋才能产生呢?为什么不在当时一些歌舞艺术繁荣的大城市如杭州产生南戏,而要在偏远的温州一带产生呢?显然,把南戏的直渊源归之于歌舞艺术是解释不了这些问题的。 
　　那么,南戏的渊源究竟是什么? 我们认为, 南戏的直接渊源正是宋杂剧。在具体探讨南戏与宋杂剧的渊源关系之前,我们从南戏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了。南戏在形成初期有“温州杂剧”和“永嘉杂剧”之称, 这是因为当它刚在温州一带出现时,人们还把它看作是宋杂剧之一种,故仍以杂剧名之。而当它流传到外地后,外地的观众发现这种从温州( 永嘉)传来的杂剧与本地原先流传的杂剧在体制上，表演形式上都有区别,为了区分,这样才在由温州流传过来的杂剧之前冠以“温州”或“永嘉”这一地名。可见,在当时尽管南戏已经从宋杂剧中脱胎出来,成为一种新的表演艺术,但人们还把它看作是宋杂剧之一种。 
　　当然,把宋杂剧说成是南戏的直接渊源,这倒并不仅仅是在名称上的联系,关键是艺术本身的联系,即艺术内涵上的关系。首先,宋杂剧中表演艺术与叙事文学的结合是酝酿和孕育南戏的关键因素。从世界戏剧史上来看,任何民族的戏剧形式的产生,除了表演艺术本身的发展外,都有赖于表演艺术于叙事文学的结合。如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悲剧和喜剧的产生,得益于表演艺术与希腊神话、英雄史诗等叙事文学的结合；再如公元一世纪前后印度梵剧的产生,则得益于表演艺术与佛教经典中的佛教故事的结合。而南戏的产生,也同样需要这一艺术条件。南戏为什么不能在北宋以前出现,如在歌舞艺术空前繁荣的唐代产生? 就是因为在北宋以前还不具备这一艺术条件。一方面,表演艺术与叙事文学的发展很不平衡;另一方面,表演艺术与叙事文学还没有结合起来。我国古代的表演艺术起源甚早,发展也较快,如原始社会的歌舞、先秦的徘优、汉代的百戏、唐代的戏弄,不仅出现的艺术门类众多,而且表演技巧也十分高超,尤其是在唐代,各种表演艺术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唐代段安节的《乐府杂录》、《教坊记》以及敦煌壁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歌舞艺术及其他表演技艺繁荣的情形。可以说后世戏曲中所运用的一些表演技艺在宋代以前就已经具备了。反之,叙事文学的发展则十分缓慢,在唐代以前虽也有叙事文学,如远古时代的神话,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但这种叙事文学还十分幼稚,叙事简略,内容零碎,缺乏丰富的想象力。到了唐代,叙事文学虽有了较大的发展,如当时兴起的文言短篇小说——传奇,在情节虚构、人物描写上已具有后世小说的规模。但可惜的是,这种新兴的叙事文学还没有与当时发达的表演技艺如歌舞等艺术结合起来,如《乐府杂录》、《教坊记》、《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音乐志》等史籍记载,当时无论是在宫廷还是在民间演出的歌舞戏,仍旧是敷演那些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踏谣娘》、《代面》等短篇故事,没有一个歌舞戏是敷演当时传奇小说描写的内容。因此,尽管在唐代歌舞等表演技艺己十分发达,叙事文学也有了较大发展,但由于两者之间的脱节, 即缺乏表演艺术与叙事文学相结合的这一艺术条件,故未能在当时孕育出成熟的代言体的戏曲艺术来。 
　　到了北宋,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适应市民文化娱乐需要的市民文化也迅速发展。说话艺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并兴起的,而随之出现的话本小说,它所描写的内容比起唐代的传奇来不仅更加通俗易懂,而且情节丰富,篇幅长,如《都城纪胜》 载：" 说话有四家: 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 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而且这种新兴的叙事文学一旦产生后,便立即与当时的表演技艺结合起来了。如当时的傀儡戏、影戏所敷演的故事便都是取材于话本。如宋吴自牧《梦梁录》载:"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 宋高承《事物纪原》载:" 仁宗时, 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事之像,至今传焉。" 《都城纪胜》也谓:"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镞,后用彩色装皮为之,其话本与讲书史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当时的民间艺人们所表演的内容不仅仅取材于话本，而且也取材于唐代传奇。如北宋赵令畤首先用民间的说话技艺来敷演唐代元稹《莺莺传》所描写的故事，编成了《蝶恋花鼓子词》,如他在开首自称：“夫传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惜乎不比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声乐，形之管弦。……今因暇日，详观其文，略其烦亵，分之为十章。调曰商调，曲名【蝶恋花】。句句言情，篇篇见意。奉劳歌伴，先定格调，后听芜词。”可见, 赵令畤作这首鼓子词的目的，就是要将元稹的《莺莺传》所描写的故事" 比之音律 ",使其能" 播之声乐,形之管弦",与说唱技艺结合起来。而当时这种表演技艺与叙事文学的结合，在宋杂剧中体现得最充分，叙事文学与各种表演技艺的结合最为完善。以往在论述宋杂剧的体制时,多把它看作是"务在滑稽"、以插科打诨来讽刺时政的一种短剧，所演之事皆是由演员根据时事或所要讽谏的对象临时发挥捏合的,其实这只是就宋杂剧的一个部分而言的,在宋杂剧中,诚然有如《梦粱录》所说的那种一本四段、"务在滑稽 " 的短剧,如宋周密《齐东野语》所载的《三十六髻(计)》、岳珂《桯史》所载的《二圣环》及《夷坚志》所载的 《取三秦》等短剧,但也存在着"全以故事"的长篇故事剧。如从周密《武林旧事》卷十所载的二百八十本"官本杂剧段数"的题目来考察,这些剧目中不仅有敷演宋代话本所描写的故事,而且也有取材于唐代传奇的。如取材于话本的有《崔护六么》、《崔护逍遥乐》（话本有《崔护觅水》）、《慕道六么》(话本有《张子房慕道记》)、《简帖薄媚》(话本有《简帖和尚》) 、《唐辅采莲》（有同名话本）、《裴航相遇乐》(话本有《蓝桥记》)、《王魁三乡题》(话本有《王魁负心》)、《相如文君》(话本有《卓文君》) 、《崔智韬艾虎儿》、(话 本有《崔智韬》)、《三献身》(话本有《三现身》)；取材于唐代传奇的有《莺莺六么》(唐元稹《莺莺传》)、《病郑逍遥乐》 (唐白行简《李娃传》)、《柳毅大圣乐》( 唐李朝威《柳毅传》) 、《封陟中和乐》（唐裴鉶《传奇·封陟》）、《裴航相遇乐》( 唐裴鉶《传奇·裴航》)等。另如《王子高六么》、《王宗道休妻》、《李勉负心》、《郑生遇龙女薄媚》、《裴少俊伊州》、《霸王中和乐》等剧目，从其剧名上来看，必是敷演长篇故事的杂剧。而且在二百八十本官本杂剧名目中,这类敷演长篇故事的杂剧占了大多数。 
　　而宋杂剧的这种将表演技艺与叙事文学相结合的表演形式,正是孕育和促使南戏产生并成熟的关键。换言之,南戏也正是在宋杂剧这种表演技艺与叙事文学相结合的表演形式上发展成熟起来的。如现存最早南戏剧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一的《张协状元》,第一出副未上场念诵了两首词调报告戏情后,又说唱了一段《诸宫调张叶（协）传》,当说唱到张叶（协）路过五鸡山,被强人打倒在地,夺去查果金珠,便对观众说:“似恁唱说诸宫调,何如把此话文敷演。” 并请"后行脚色,力齐鼓儿，饶个撺掇"。"末泥色饶个踏场" 。前面以诸宫调的艺术形式来敷演张协状元的故事,这也可把它看作是一本宋杂剧,因为在《武林旧事》所载的二百八十本"官本杂剧段数"中,也有两本诸宫调,即《诸宫调卦册儿》和《诸宫调霸王》。可见,宋杂剧《诸宫调张叶（协）传》只是以诸宫调的说唱艺术形式来敷演有关张协的"话文",而南戏《张协状元》则比宋杂剧更进一步运用歌舞、科白等多种表演艺术来敷演这一 "话文",而且为代言体,演员进入角色,如第二出生上场时说:"学个张协状元似像。"这样的敷演,即表演技艺与叙事文学的结合,当然比宋杂剧要完善得多了,而正是这种"完善",才孕育出了南戏这一新兴的艺术形式。故王国维先生在探讨南戏起源时,尽管他否认南戏与宋杂剧的渊源关系,谓南戏的产生“与宋杂剧无涉",但还是看到了叙事文学在南戏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指出：“其变为演戏事实之戏剧，则当时之小说实有力焉。”（《宋元戏曲史》）

在南戏的剧目中,有许多是与宋杂剧题材相同的剧目,如：

 

	官本杂剧段数
	南戏

	《莺莺六幺》
	《崔莺莺西厢记》

	《裴少俊伊州》
	 《裴少俊墙头马上》

	 《郑生遇龙女薄媚》
	《柳毅洞庭龙女》

	《相如文君》
	 《司马相如题桥记》

	《李勉负心》
	 《李勉》

	《王魁三乡题》
	 《王魁负桂英》

	《王子高六幺》
	 《王子高》

	《崔护逍遥乐》
	 《崔护觅水记》


　　其次，南戏与宋杂剧的渊源关系，还体现在艺术体制上，如南戏的脚色体制便是在宋杂剧的脚色体制上发展起来的。据《梦粱录》载,宋杂剧的脚色为五个,其中“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又或添一人装孤。” 南戏的脚色为生、旦、净、末、丑、外、贴等七个,其中旦、外、净、末这四个脚色便是承宋杂剧来的。其中旦,即宋杂剧中的装旦；外,当是由宋杂剧中的未泥色和引戏色演变过来的,这两个脚色在宋杂剧中主要是担任戏外之事,只是偶而担任戏中角色,而由于南戏所敷演的故事情节复杂, 人物增多,因此,若光是原来宋杂剧中的脚色已不够用了,这样原来只是偶而担任剧中角色的末泥色和引戏色也参加了经常性的演出,像其他脚色一样,担任剧中的角色。而由于他们在宋杂剧中主要是担任戏外之事,担任剧中的角色是份外之事,故南戏中改称为“外”，不再称“末泥色” 和“引戏色”。如早期一些南戏中“外”这一脚色所扮演的人物也是不固定的,既可扮演男性人物,也可扮演女性,如《张协状元》中外既扮演张协之父,又扮演王胜花之母。到后来才慢慢固定下来,称扮演老年男子的为老外,扮演老年妇女的为外旦。另外,由于宋杂剧只有副净与副末,故南戏中也只有副净与副末,无正净与正末,南戏中称净与末，实是指副净与副末,如《张协状元》第五出:“(净白)口敢!叫副末底过来!(末出)”而且副净与副末在南戏中所扮演的人物与情节仍保持着宋杂剧中“发乔”、“打诨”的特点,不过南戏又增加了一个丑脚,这三个脚色所表演的内容皆是插科打诨,以此来增强舞台效果。 
　　又如南戏的开场和收场形式也是承自宋杂剧的开场和收场形式。宋杂剧的开场皆由参军色先上场念诵致语和口号,然后将杂剧引到场上。如《梦梁录》卷三“宰执亲王南 班百官入内上寿赐宴”条载:“参军色执竿奏数语,勾杂剧入场,一场两段。”南戏的开场, 也是先由副末上场念诵两首词, 然后通过与后台脚色的问答,将正戏引上场。另外，宋杂剧是由副末念诵两句五言或七言诗收场,而南戏在每场戏结束时都有四句下场诗。 
　　通过以上这些简略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表演形式上,还是在具体的艺术体制上, 南戏与宋杂剧都存在着渊源关系。因此,可以说,南戏就是宋杂剧与叙事文学的结合的结果，如： 
　　宋杂剧 ＋ “满村听唱蔡中郎”（说唱蔡中郎故事）==温州杂剧《赵贞女蔡二郎》。 
  
　　四、南戏的市民性 
　　南戏的作者在元代末年高明改编《琵琶记》之前，都为书会才人，如现存最早的南戏剧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张协状元》为温州的“九山书会”所作，《宦门子弟错立身》为“古杭才人”所作，《小孙屠》为“古杭书会”所作。又成化本《白兔记》的“副末开场”中也称该剧为“永嘉书会”所作。又如《寒山堂九宫十三摄南曲谱》卷首《西池宴王母蟠桃会》剧目下注云：“前明钞本也，原题‘敬先书会合呈’。”这些书会才人都是一些靠编撰戏曲剧本、话本、诸宫调、唱赚等为生的下层文人，他们本来就不是文人学士，而属于市民阶层，如编撰《张协状元》的九山书会中才人们本身就是搬演这部戏的演员。又如南戏《拜月亭》的作者施惠，是杭州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业”的小商人。换句话说，不是像元代的文人学士由于元蒙统治者废除科举，仕进之路被堵住后才流落下层的。因此，这些书会才人没有受过较好的文化教育，没有像文人学士那样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如明王骥德《曲律·杂论上》云： 
　　古曲自《琵琶》、《香囊》、《连环》而外，如《荆钗》、《白兔》、《破窑》、《金印》、《跃鲤》、《牧羊》、《杀狗劝夫》等记，其鄙俚浅近，若出一手。岂其时兵革孔棘，人士流离，皆村儒野老涂歌巷咏之作耶？ 
　　而且，南戏作家多自编自演，作家与演员合而为一，即作家就是艺人。如《张协状元》既是由九山书会编撰，又是由这一书会演出。又如《宦门子弟错立身》中的延寿马，随王金榜参加了戏班后，既给戏班编撰剧本，又成为戏班中的演员，参加演出。 
　　南戏作家将编撰剧作作为谋生营利的手段，他们为了获得较好的经济收益，必须要使自己所编撰的剧本能得到更多观众的喜爱。而作为城市居民来说，占绝大多数的是商人、手工业者等下层市民，南戏艺人将其观众定位为占城市居民绝大多数的下层市民，因此，南戏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艺术形式上，皆具有市民性。 
　　在剧作的情节内容上，为迎合下层观众的观赏情趣，反映他们的愿望，南戏艺人们依据下层市民的爱憎与关注的兴趣来选择题材和设置情节。作为下层市民来说，他们的最大愿望，就是希望改变自己低下的政治地位与贫穷的经济状况。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虽是两个对立的阶层，但上层社会对下层社会有着一种吸引力。上层社会的文化氛围、生活条件，不仅为已跻身上层社会的人们所沉醉和留恋，而且也为下层民众所向往，为他们所艳羡垂涎。这种向往，大大超过了对于宗教所描绘的天堂或神仙世界的向往，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能够亲眼看到和亲身感受到的，不是虚幻的。而且，对于下层民众来说，也是有可能进入上层社会，去享受他们所向往的生活方式，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之间虽有对立，但两者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所谓“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富无定，穷无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当初刘邦便是以率领下层囚徒起来造反，从一个社会下层的亭长，登上皇帝的宝座。 
　　而对于下层民众来说，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跻身上层社会，如光靠传统的种田辛勤劳作，所谓的勤劳致富，这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非但艰辛，而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至多只能成为一个土财主，富而不贵，仍没有政治地位。而最有成效的途径是两条：一是科举，正如《张协状元》第五出外（张协父亲）对张协所说的：“欲改门闾，须教孩儿，除非是攻着诗书。”这条路也是统治者允许并提倡的，宋代不仅因袭了唐代的科举制度，而且扩大了录取的名额与取消了门第的限制，所谓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窗下无人闻，一举成名天下知”。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贫穷书生通过应试及第后，发迹而进入上流社会，如《荆钗记》中的王十朋。另一条路是立功，即投军打仗，建立功勋，从而得到皇帝的封赠，光宗耀祖，如《白兔记》中的刘知远投军立功，成功地进入了上层社会。 
　　南戏艺人们便是根据下层市民这种对上层社会的向往以及当时的社会实际，来设置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在一部剧作中，以生、旦为主角，男女双方皆属下层市民，代表了市民阶层的两个方面，其中男主角必定是有才华但贫穷的书生，而女主角通常是富家小姐，这些小姐家里虽有钱财，但无政治地位，即富而不贵。在贫穷书生及第发迹前，就被富家小姐看中，结为夫妻。在这些戏中，男女双方的婚姻，带有浓厚的功利目的，其实质是一场金钱与才华的交易，双方具有借贷与投资的关系，而两者的目的是相同的，即跻身上流社会。 
　　对于富家小姐及其父母来说，能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贫穷书生，是因为看到了贫穷书生的升值空间，即眼下的贫穷书生或落魄无赖有能力通过科举或打仗，改变身份，进入上流社会，从而实现“夫荣妻贵”，光宗耀祖的理想，也正因为富家小姐及她们的父母看到了贫穷书生进入上层社会的可能性，具有投资价值，可以凭藉贫穷书生的应试及第，改换门庭，既富且贵，因此，才敢于冒险“投资”，不惜财力物力，为贫穷书生创造最好的读书条件，帮助他们尽快进入上层社会。如《荆钗记·受钗》出中，当玉莲继母嫌贫爱富，提出要将玉莲嫁给富而不贵的孙汝权时，玉莲父亲钱流行说道：“这财礼虽是轻微，你为何将是说非？婆子，你不晓得，那王秀才是个读书人，一朝显达，名登高第，那其间夫荣妻贵。”（【奈子花】）钱玉莲面对继母的威逼，也坚持认为： 
　　王秀才虽窘，乃才学之士；孙汝权纵富，乃奸诈之徒。才学之徒，不难于富贵；奸诈之徒，必易于贫穷。王秀才一朝风云际会，发迹何难？（《逼嫁》） 
　　因此，宁可接受王家的荆钗，而不愿接受孙家的金钗。又如《白兔记》中的李大公，发现刘知远有帝王之相后，便不嫌其贫穷落魄，将女儿李三娘嫁给他，如《白兔记·牧牛》出外（李大公）的一段念白云： 
　　自古道：草庐隐帝王，白屋出公卿。蛇穿五窍，五霸诸侯；蛇穿七窍，大贵人也。我家一洼之水，怎隐得真龙在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小女三娘，未曾婚配他人，趁此汉未发达之时，将女儿配为夫妇，后来光耀李家庄。 
　　在南戏《破窑记》中，刘彩屏的父亲不仅将女儿嫁给一贫如洗的吕蒙正，而且为了尽快收回自己的“投资”，还特地将吕蒙正及自己的女儿赶出家门，在破窑中居住，以逼其发愤读书应试。如在《破窑记·相门逐婿》出外（刘）一段念白云： 
　　此人虽是一贫如洗，乃是个饱学的秀才。若招他在府中受享荣华，不肯攻书，后来必定耽误我女孩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不免将他夫妇二人双双赶出府门受苦，使他用心攻书，后来必然荣贵。 
　　而对于一贫如洗、无力婚娶的贫穷书生来说，既然有可能跻身上流社会，就 
　　敢于在应试中举之前，先接受富家的婚约，或与富家小姐在后花园幽会，私订终身，平白地得到了美貌的妻子与富足的生活，预先品尝上流社会的生活滋味，而他们之所以敢于“借贷”和“预支”，就在于他们对自己通过科举进入上流社会充满着自信，有能力“还贷”。 
　　我们在南戏剧作中看到的书生最后都是应试中举，而且都是状元及第，没有一个是以落第结局的，这是富家的钱财与贫穷书生的才华相组合的结果，最后作为借贷方的书生凭藉女方的资助，终于进入了上层社会，作为投资方的富而不贵之家也最终收回了投资，凭藉书生的及第，得以改换门庭。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书生落第不中的现象大量存在，考中状元、进士的毕竟不多，但民间艺人们为了迎合下层民众的愿望，不让他们失望，故在剧作中报喜不报忧，让他们在心理上感受到进入上层社会的快感。 
　　而且，南戏艺人为了让下层观众充分感受到进入上层社会的快感，最后，设置了一夫二妇大团圆的结局，贫穷书生应试及第后，既入赘豪门，又不违约，抛弃原配妻子。只是考虑到演出成本，才只设置了两个妻子，如果不计成本，戏班人手充裕的话，可以有十个、二十个，甚至更多，这样才更能让下层观众看后觉得过瘾。因为对于下层民众来说，能够拥有成群的妻妾，也是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妻妾越多，也标志着他们地位越高，财富越多。 
　　南戏剧作中所描写的男女之间的婚姻既然是一种投资与借贷的行为，那么也就必然会有风险，即出现违约的现象，而违约的一方往往是贫穷书生。因为贫穷书生本来就本婚姻看成是一种进入上层社会的权宜之计，如张协在与贫女结婚时，便自称：“张协本无心娶你，在穷途身不由己，况天寒举目无亲，乱与伊家相娶。” 
　　而且，朝中的权贵们企图通过与新及第的士子的联姻，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而出身贫寒的书生虽然凭着自己的才华与女方的财力登科及第，进入了上层社会，但要在满朝显贵中站稳脚跟，并不受倾轧排斥，还须得到朝中显贵的提携与庇护，以巩固自己刚得到的地位。 
　　，因此，一旦遇到朝中显贵的招赘时，便会发生婚变，入赘豪门。 
  
　　故一旦应试及第，进入上层社会后，由于地位的变化，再加上豪门的招赘，因此，这些新及第的贫穷书生便会违约负心，抛弃糟糠之妻，入赘豪门，而对于这种违约的行为，南戏艺人们则表示了强烈的谴责，并给予了“雷殛”或“活捉”的严厉惩罚。因为作为投资方的富家小姐来说，当初资助贫穷书生读书应试，是要得到回报，收回投资的，因此，当最后收不回投资时，富而不贵一方就要对贫而有才的一方加以惩罚。如《高文举珍珠记》中的王金真面对入赘豪门的丈夫高文举指斥道： 
　　只可道你读书人志诚，谁知你恁般薄幸。俺爹爹当初在十字街头，带你回程，赔纳了百两官银，又将奴招赘为秦晋。指望你中魁名，改门庭，阴子封妻，一家欢庆。谁想你变了初心，再娶着小姐千金。（《高文举珍珠记·逢夫》【前腔】（【江儿水】） 
　　书生发迹后的负心违约显然是不符合那些富而不贵的市民阶层的意愿的，是对下层民众的背叛，因而要受到惩罚。在下层民众看来，那些贫穷书生发迹后仍是下层中的一员，要将他们捎带上。对于发迹后的书生来说，人赘豪门，一夫二妇大团圆，“包二奶”可以，但不能抛弃糟糠之妻。 
  
  
　　如被称为是南戏之首的《王魁》与《赵真女蔡二郎》两剧，王魁状元及第后，写休书休掉了敫桂英，蔡伯喈应试及第后背亲弃妇，将上京城寻夫的赵真女用马踹死。明代戏曲家沈璟曾集南戏中的婚变戏名写了《书生负心》散套，其中【刷子序】曲云： 
   书生负心，叔文玩月，谋害兰英。张叶身荣，将贫女顿忘初恩。无情，李勉把韩妻 
　　鞭死，王魁负倡女亡身。叹古今，欢喜冤家，继着莺燕争春。[2] 
　　这里提到的《陈叔文三负心》、《张协状元》、《李勉负心》、《王魁》、《欢喜冤家》、《诈妮子》等六部南戏，都是以抨击书生负心为主题的婚变戏。 
  
　　他在上京应试途中，遭到强人打劫，身受重伤，又被抢去盘缠，无法继续上京城应试。为了摆脱眼前的困境，他主动向贫女求婚，恐贫女不允，他答应若是应试及第，一定带贫女到京城，共享富贵，如云： 
　　娘子无夫协无妇，好共成比翼。饱学在肚里，异日风云际，身定到凤凰池。一举登科，强在庙里。带汝归到吾乡，真个好哩！（第十四出【红衫儿同前换头】） 
　　而且还发誓，决不负心辜恩： 
        诗书礼乐曾谙历，我敢负伊！伊我放心，不须要虑及辜我妻，虑及辜负伊。（第十六出【添字赛红娘同前】）
　　但他这样做这实是出于无奈，即只是为了摆脱一时的困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想以此得到贫女的帮助，能够得以继续上京应试，如在与贫女成亲后，就要贫女为他筹措盘缠，供他上京城应试： 
    望娘子借与，娘子便去说。前途怕钱欠，中途怕钱悭，钱谁与添？更望娘行，多方宛转。宛转些添，回来自当偿还。（第十八出【孝顺歌同前换头】）   
　　正因为他将与贫女的结合看作是一个权宜之计，因此，就在他与贫女结成夫妻时，便已经作好了抛弃贫女的打算，如他自称：“张协本意无心娶您，在穷途身不由己，况天寒举目又无亲，乱与伊家相妻。”（第五十三出【和佛儿】）“自家不因灾祸，谁肯近旁你！正是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第二十出白）一旦状元及第、摆脱困境后，就将贫女抛弃。不仅不遣人将贫女接来京城，而且当贫女千里迢迢，来到京城寻访他时，他竟不相认，斥责贫女： 
    唯，贫女！曾闻文中子曰：“辱莫大于不知耻。”（你）貌陋身卑，家贫世薄，不晓萍蘩之礼，岂箕帚之婚！吾乃贵豪，汝名贫女，敢来冒渎，称是我妻！（第三十五出白） 
　　反说当初与贫女结成夫妻，是“贫女蓦然留住，说化我结为姻契”。而如今因自己应试及第，贫女便想来高攀自己，“唱名了故来寻觅，都不道朱紫满朝，还知后与阿谁”？（第三十六出【太师引】）为了不在官场同僚面前丢脸，遭受非议，他命手下人将贫女赶了出去。后来赴任途中，路过五鸡山，遇见贫女，又用剑将贫女砍下山去。显然，张协是一个负心书生的形象。 
　　而且据剧中的一些曲文来看，原本中的张协在状元及第后，确有入赘豪门、休妻另娶的情节，如第五十三出，张协被迫与贫女复婚团圆，贫女、王德用夫妇等指责张协负心时所唱的【幽花子同前换头】和【和佛儿】曲中云：“及第怎接丝鞭娶别底？”“它是你妻儿怎抛弃？娶别底。”可见，张协在状元及第后，接受了王家的丝鞭，入赘相府。 
　　《南曲九宫正始》、《寒山堂南九宫十三摄曲谱》、《南词新谱》、《九宫大成》、《南词定律》等南曲谱收录了南戏《崔君瑞》（又名《崔君瑞江天暮雪》、《江天雪》）的【南吕近词·簇仗】曲，其中也云： 
　　负心的是张协李勉，到底还须瞒不过天。天，一时一霎丧黄泉。便做个鬼灵魂，少不得阴司地府也要重相见。
　　宋代不仅因袭了唐代的科举制度，而且扩大了录取的名额与取消了门第的限制，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窗下无人闻，一举成名天下知”。而那些出身寒门的士子一旦及第发迹后，便成为朝中权贵们择婿的对象，他们企图通过与新及第的士子的联姻，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同时，那些新及第的士子也想得到权贵们的提携与庇护，以巩固自己刚得到的地位。因此，登上仕途后，便纷纷抛弃糟糠之妻，入赘豪门。于是富易交、贵易妻的悲剧在当时大量出现。 
  
　　进入上层社会的门虽是向下层民众开放的，但对于广大下层民众来说，通过科举或打仗立功进入上层社会的毕竟是少数，而对于那些既无能力通过科举考试，又不能凭借打仗立功进入上层社会的下层市民，南戏作家们也为他们设计了一种方式：即上层社会主动“下凡”，将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带给他们，给他们以心理上的慰藉，如在南戏《董永》中，天上的七仙女主动来到民间，与贫穷的董永结成夫妻，帮他织布还债，“夫妻双双把家还”，去过市民阶层眼中的“三亩水田一头牛，老婆儿子热炕头”的小康生活。对于七仙女主动下嫁的行为，显然不是演给上层社会的观众看的，上层社会的观众对此不一定会受感动，更多的是惋惜：“好一块天鹅肉，竟掉入了癞蛤蟆的嘴！”而对于下层民众来说，则是喜闻乐见的，这是因为从中获得了精神上的快感与慰藉。 
　　显然，与元杂剧、明清传奇中描写男女婚姻题材的剧作相比，南戏所描写的男女主角之间的婚姻带有浓厚的功利目的，在元杂剧与明清传奇中，男女主角的结合，是出于人之本性，即“食色，性也”。出于这种性之本能，才产生了求偶的欲望，并相互结合。因此，在这些剧作中，男女之间结合与相爱，一是多注重对方的容貌，如《西厢记》中的张生，自见到莺莺后，便被她的“倾国倾城貌”所吸引，“近日多情人一见了有情娘，着小生心儿里早痒痒。迤逗得肠荒，断送得眼乱，引惹得心忙”。（《西厢记》第一本第二折【中吕·醉春风】）“软玉温香，休道是相亲傍，若能够汤他一汤，倒与人消灾障”。（【四边静】）为此，他便放弃了游学应试，向法聪“借厢”，栖迟于普救寺。而对于莺莺来说，她敢于背着老夫人，与张生幽会偷情，并不是看中张生今后能考中状元，发迹显贵。在她看来，“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第四本第三折【上小楼】（幺篇）“不恋豪杰，不羡骄奢，自愿的生则同衾，死则同穴”。（第四本第四折【折桂令】） 
　　《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因“情”而梦，这种“情”也就是情欲，她在梦中一见到柳梦梅后，虽“不是前生爱眷，又素乏平生半面”（《寻梦》【尹令】曲）但与他来到牡丹亭下，宽衣解带，温存相交。正因为此，在这些剧作中，多有对性的渲染与描写，如《西厢记》第四本第一折【胜葫芦】曲： 
　　我这里软玉温香抱满怀，呀，阮肇到天台，春至人间花弄色。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 
　　又如《牡丹亭》： 
　　和你把领扣松，衣带宽，袖梢儿温着牙儿苫也，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见了你紧相偎，慢厮连，恨不得肉儿般团成片也，逗的个日下胭脂雨上鲜。（《惊梦》【山桃红】曲） 
　　他倚着太湖石，立着咱玉婵娟。待把俺玉山推倒，便日暖玉生烟。（《寻梦》【品令】曲） 
　　他兴心儿紧咽咽，呜着咱香肩。俺可也慢掂掂做意儿周旋。（同上【豆叶黄】曲） 
　　活泼、死腾那，这是第一所人间风月窝。昨宵个微芒暗影轻罗，把势儿忒显豁。（《欢扰》【白练序】曲） 
　　娇娥，似前宵雨云羞怯颤声讹，敢今夜翠颦轻靠。睡则那，把腻乳微搓，酥胸汗帖，细腰春锁。（同上【醉太平】曲） 
　　也正因为此，《西厢记》、《牡丹亭》被那些封建卫道士视为是“诲淫之作”。 
　　元杂剧描写的重点是婚姻本身，在这些剧作中，虽也描写了书生应试及第， 
　　但应试及第不是男女结合的目的，而是两者结合的手段，即通过最后的应试及第，来排除追求自主婚姻之路上的阻挠。如《西厢记》中，张生被老夫人所逼，只得离开莺莺，上京城应试，一旦应试及第后，便立即回来与莺莺团聚。 
  
　　早期南戏不仅在内容上具有浓厚的市民性，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同样迎合 
　　了下层市民观众的观赏情趣。在表演形式上，南戏艺人既顾及下层市民的接受能力，通俗易懂，同时又注重舞台效果，热闹有趣。如南戏所用的曲调，多采用下层民众耳熟能详的里巷歌谣，如明徐渭《南词叙录》云：“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欤？间有一二叶音律，终不可以例其余，乌有所谓九宫？”“夫南曲本市里之谈，即如今之吴下【山歌】、北方【山坡羊】，何处求取宫调？”而且其语言通俗易懂，多为口语俗语，有的曲文与民间歌谣无异，如《张协状元》第十九出【麻婆子】曲：“二月春光好，秧针细细抽。有时移步出田头，蝌蚪要无数水中游。婆婆傍前捞一碗，急忙去买油。”有的则近于打油诗，如《张协状元》第二十六出【吴小四】曲：“一个大贫胎，称秀才。教我阿娘来做媒，一去京城更不回。算它老婆真是呆，指望平地一声雷。”这些曲文虽然通俗易懂，但俚俗浅露，无丰富的意蕴。另外，在剧作中，还吸收了市民观众喜闻乐见的一些表演技艺如宋杂剧、诸宫调、唱赚、大曲等，以增强舞台效果。 
  
　　五、运作方式的商业化  
　　由于南戏艺人将编演南戏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因此，他们在具体运作时， 
　　采用了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方式，即力求低成本，高收益。如在处理舞台时空时，采用了虚拟的手法，即用虚拟的手法来表现剧中人物活动的时间与空间。 既节约了演出成本，又具有较好的舞台效果。 
　　民间艺人由于资金不足，无法购置道具，故常常以人物在场上扮演景物,如

   《张协状元》第十出中，当张协被强盗打伤后，来到山神庙，这时净扮山神，末扮判官，丑扮小鬼出场，三人之间表演了一段插科打诨的情节，净叫末、丑化作两扇庙门，当张协上场用棍子将丑变的门拄上后，丑便对末云：“你倒无事，我倒祸从天上来。”净云：“低声，门也会说话？”丑云：“神也会唱曲？”末也云：“两个都合着口。”丑云：“两个和你，莫是三人？”末打诨云：“必有我师。”又如第十出张协遭劫后来到五鸡山神庙中避难，因庙门破损，净（扮五鸡山神）便命末（扮判官）与丑（扮小鬼）分别扮作两扇门，当生扮张协关上庙门下场后，三人为此演出了一段插科打诨的情节： 
　　（丑）你到无事，我到祸从天上来。（净）低声！门也会说话？（丑）低声！神也会唱曲？（末）两个都合着口！（丑）两个和你，莫是三人？（末）必有我师。 
　　又如第十六出，末（扮大公）、末（扮大婆）与丑（扮小二）来到庙中向贫女与张协庆贺，要喝庆煖酒，没有桌子，便让丑做桌子，趴在地上，将酒、果、肉放在丑的背上，丑则偷吃背上的食物，如： 
　　（净）亚公，今日庆煖酒，也不问清，也不问浊，坐须要凳，盘须要卓。（末）这里有甚凳卓？（净）特特唤作庆煖，如何无凳卓！叫小二来，它做卓。（末）也好。孩儿，想你好似……。（丑）好似甚么？好似个新郎。（末）甚般敛（脸）道！你好似一只卓子。（丑）我是人，教我做卓子。（净）我讨果子与你吃。（末）我讨酒与你吃。（丑）我做。（末）慷慨！（丑）吃酒便讨酒来。（末）可知。（丑）吃肉便讨肉来。（末）可知。（丑）我才叫你，便是我肚饥。（末）我知了，只管吩咐你做卓。（丑吊身）（生）公公，去那里讨卓来了？（丑）是我做。（末）你低声！（安盘在丑背上，净执杯、旦指瓶、丑偷吃、有介） 
　　这些表演，既以十分简约的手法，将人物活动的空间表现出来了，演出成本低廉，但又产生了较好的舞台效果。 
  
　　第四十五出： 
　　（末）相公下马来。（丑）帮帮八帮帮。（叫）具报！（末）具报甚人？（丑）下官下马多时，马后乐只管八帮帮帮。 
　　骑马的与在马后奏乐的只是一个人。 
　　第五十二出：净在戏房作马嘶。 
  
　　再如脚色体制的确立，也是尽量节约人员，一是男扮女性角色，二是专扮与兼扮结合。 
　　脚色体制：紧凑，专扮与兼扮结合。一、男性演员扮演女性脚色： 
　　《张协状元》第３５出：（旦）奴家特来见状元。（净）要见状元，便着紫衫，我便传名纸。（旦）奴家是妇人。（净）妇人如何不扎脚？（末）你须看它上面。（扎脚，即裹脚。末叫净看上面，谓下面虽不扎脚，上面确是妇人打扮。） 
　　第１６出：（生）大婆来否？（末）大婆来了。（旦）大婆赤脚来。（净挈鞋出唱）先来是我脚儿小，步三寸莲。（末白）一尺三寸。（净揍）一个水穴，阔三尺横在庙前。（末白）是有一个水穴。（净揍）被我脱下绣鞋儿，自作度船。 
  
　　二、除生、旦外，其余脚色皆可兼扮： 
　　第三十三出：（旦）乍别公公将息，奴家拜辞婆婆已毕。（净）不须去，我便是亚婆。（末）休说破。 
　　第三十九出：（旦拜。净当面立。末白）它拜神，你过去。（净）我过去？神须是我做！（末）休道本来面目。（净兼扮山神与李大婆） 
　　第四十二出：“后（贴）假装野方出唱。”又净改扮养娘，“净、贴：妈妈，莫要提起。”

 

 

	脚色名
	所扮人物
	脚色名
	所扮人物

	生
	张协
	丑
	王德用、张协妹、圆梦先生、强人、小鬼、士子、小二、脚夫、喜郎

	旦
	贫女
	贴
	胜花、野方养娘

	末
	 开场副末、李大公、院公、客商、学子、土地神、判官、堂候官、士子、买《登科记》者、府吏、门子
	外
	张协父、王德用夫人

	净
	 李大婆、张协母、学子、客商、山神、士子、店主婆、卖《登科记》者、门子、脚夫、柳永、谭节使、喜郎、养娘
	 
	 


另外，闯市场，争取更多的观众。会赚钱是温州人的传统，而且吃苦耐劳，背井离乡闯市场，也是温州人的传统。现在的温州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国内到国外，把生意做到了世界各地。当年温州的南戏艺人也同样如此，在温州创立了南戏这种新的表演艺术后，便带着南戏这一赚钱技艺闯市场，以艺挣钱。为赢得当地观众的欢迎，用当地的方言土语演唱，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唱腔。如魏良辅《南词引正》南戏“腔有数样，纷纭不类。各方风气所限，有昆山、海盐、余姚、杭州、弋阳。”这些纷纭不类、风格各异的唱腔，便是温州的民间艺人们将南戏带到其他地方演出，与当地与当地的方言土语结合后形成的唱腔。

